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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型领导、双元学习与团队创造力：
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调节作用

赵红丹,  刘微微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 教练型领导是提升下属学习、工作能力与绩效的一系列实践过程，对创造力的提

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

影响的研究尤为匮乏。本文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并考虑学习导向情境，构建了教练型领导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模型，以来自团队主管与团队成员配对的73套样本，通过层级回归来检验假

设。结果表明，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相关，但这种影响是通过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发挥的。此外，团队学习目标导向调节着上述关系，具体地，在高学习目标导向的团队中，教练

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而在低学习目标导向的团队中，这一中

介效应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教练型领导影响效果的理论成果，而且为管理

者有效提升团队创造力提供了新的参考与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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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引擎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依靠创新要素驱动转

变，企业随之对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团队作为企业的基本组成单元，其创造力是企业开展

创新活动的源泉和构建竞争优势的关键（Amabile，1983）。虽然学术界关于团队创造力的研究

相对成熟，提出了诸多影响因素，且在这些因素中，领导风格占据着重要地位（罗瑾琏等，

2014），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变革型领导（蔡亚华等，2013）、共享型领导（韩宏稳和杨世信，

2016）、服务型领导（赵红丹和彭正龙，2013）等较成熟的领导风格，鲜少涉及其他领导风格。事

实上，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教练型领导（managerial coaching）作为一项新型领导风格已经引

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Hagen，2012；王雁飞等，2016），对创造力的提升具有独特解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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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例如，美国一项调查对仅采用培训的企业与采用培训加教练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

的创造力只提高了22.4%，而后者的创造力却增加了88%（Richard，2003）。由此，我们推断教练

型领导对创造力的提升可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

发展，关于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文献尤为匮乏（Hagen，2012）。鉴于此，为了弥补当

前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就是探索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直接影响。

学习在团队创造过程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理论界也呼吁将团队学习引入领导力对团

队创造力的影响过程研究（许晖和李文，2013），但是，相关研究仍不充分，尤其缺少从团队学习

视角来揭示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影响的理论探讨。因此，为了深入剖析教练型领导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机理，本文将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看成一种学习过程，即教练型领导

的专业技术与独特效能通过增强团队成员的学习能力来实现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双元学习

（ambidextrous learning）作为团队学习的基本方式，指同时开展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

（March，1991），实现二者的高水平交互作用（Prieto-Pastor和Martin-Perez，2015）。因此，双元学

习很可能在教练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具体地，教练型领导运用专业

的教练技巧与职能（Edmondson，1999），有效地对团队探索式和利用式学习能力进行整合，从

而发挥学习效应对团队创造力的促进作用，而这一经过恰恰反映了社会学习过程。因此，本文

选择双元学习作为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中介变量，以社会学习的新视角拓展领导

力对创造力影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是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

此外，团队创造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还应考虑某

些情境条件（例如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在其中的作用（Sarin和McDermott，2003）。这是因为，即

使在同一种风格的领导方式下，对于不同学习目标导向的团队来说，团队成员所感知到的学习

动力也存在差异（Hirst等，2009），进而会对团队学习能力乃至后续团队创造力水平的高低产生

影响。Sarin和McDermott（2003）的研究也表明，当团队目标出现变动后，原来团队中的领导者

对团队学习所发挥的作用将被加强或减弱，甚至完全反转。据此，本研究认为，团队学习目标导

向可能在教练型领导、双元学习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明确上

述关系的限制条件与作用范围是本文的第三个研究目的。

总的来说，本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探讨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教练型领导

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以及双元学习、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

效应，希望对学术发展和实践指导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本文可能的贡献表现在：

（1）探索中国组织情境下教练型领导的影响效能。由于团队创造力对企业组织的生存发展以及

生产运营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具体选择了团队创造力这一结果变量。这样一来，在验证中国组

织中教练型领导理论的同时，也丰富了教练型领导的结果变量，为教练型领导领域贡献了新的

知识。（2）以双元学习为中介，从社会学习的角度研究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内在影响机

制，有助于解释教练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传导路径，揭开教练型领导发挥效能的过程“黑
箱”。（3）在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过程中加入团队的学习导向要素，更准确地解释了

教练型领导效能发挥的实质，为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更具体的边界范

围。（4）在经济转型和竞争激烈的背景下，领导者往往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显著影响。在这一现

实条件下探讨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可能的影响显得十分迫切，研究结果有望给企业领导

在管理实践中提升团队创造力提供重要指导。

本研究首先在对国内外有关教练型领导、团队创造力、双元学习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理

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然后阐述本文的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最后对本文的学术

贡献与现实价值展开讨论，并指出存在的局限性和相应的改进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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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相关研究述评

“教练”一词首先出现在体育领域，其角色是应用专门的技巧引导被教练者发现和解决问

题，而不是像传统的领导者一样直接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后来，在积极心理学与积极组织行

为学、调适性领导理论、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一套“教练技术”知识体系逐渐

形成。20世纪80年代，美国AT&T公司率先将教练技术引入企业界，紧接着Goleman等（2001）正
式提出了“教练型领导”这一概念。目前，学者们已经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教练型领导进行了界

定。例如，Beattie（2002）认为教练型领导是提升下属学习、工作能力与绩效的一系列实践过程。

Hagen（2012）认为教练型领导是通过提升下属学习与绩效而使下属和组织双方都获得收益的

管理实践。Kim（2014）则强调教练型领导的一对一互动、沟通、反馈、分享与协作等有效要素。

与概念的界定类似，教练型领导的结构划分和维度测量同样有很大的差异性与模糊性。

Ellinger（1997）最早对教练型领导展开了实证探索，将教练型领导的结构划分为授权和促进

2个维度，并于2003年开发出了当前适用范围最广的8题项量表（the coaching behaviors
inventory），后续的教练型领导结构与测量大多基于Ellinger（2003）的研究。此外，McLean等
（2005）开发了5维度教练技术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 of coaching skills），具体包含开放

式沟通、团队方法、重视人、接受不确定性和促进发展5个维度，有20个题项，并在Park等（2008）
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Anderson（2013）以及Cardoso等人（2014）也开发了教练型领导行

为量表。在现有研究中，教练型领导概念的界定与测量尽管尚未统一，但都包含了上下级间的

互动、鼓励与启发等要素，教练型领导也因此具备了一些固有的特点：（1）注重“以人为本”。教
练型领导关心下属，满足下属需求。（2）重视鼓励和支持。教练型领导有较高的指挥性和支持性

行为，这是其区别于其他领导方式最核心的特点。（3）平等互动。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互动

中，教练型领导与下属是以平等的地位进行沟通的。（4）科学决策。在做决策之前，教练型领导

以客观事实、理智分析为基础，广泛征求下属意见。（5）双向沟通。教练型领导和下属采取双向

交流的沟通方式，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反馈。（6）协助型管理思维。与传统领导“你为我工

作”的思维方式相比，教练型领导的思维方式是“我怎样来帮你”。除此之外，在教练型领导的积

极作用方面理论界形成了一致观点。具体地，在个体层面，教练型领导的效能主要集中在员工

的心理品质和工作态度方面：教练型领导会积极影响下属的自我效能感，激发下属的潜能，增

强下属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信心（Pousa和Mathieu，2015）。在团队层面，教练型领导的效

能主要集中在团队绩效方面：教练型领导通过正向影响团队的士气（林屏和，2010）和行为整合

（Edmondson，1999）等方面来提升团队绩效（Buljac-Samardzic和van Woerkom，2015）。虽然这

些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理论视角、方法与思路，但是到目前为止，专门探索教练型领导

的文献仍然十分有限且缺少系统性，教练型领导研究方兴未艾。在我国，尽管已有学者开始将

注意力投注到这一领域（王雁飞等，2016），但关于教练型领导的探讨还远不够充分，例如，测量

教练型领导的工具聚焦于个体层面，鲜少关注团队层面；测量对象大部分来自于下属，而没有

包括领导者本身的自评等。至于实证研究，关于教练型领导的文献更是匮乏，导致我们对“中国

组织中教练型领导的含义与结构是怎样的”“教练型领导在中国情境中如何发挥有效性”“教练

型领导影响下属乃至团队的态度及行为等方面结果变量的过程机理是什么样的”等问题还知

之甚少。因此，学者们有必要对教练型领导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完善。

一直以来，领导与创造力都是组织行为领域关注的热点，理论界也涌现了大量文献来探索

不同领导方式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如变革型领导（蔡亚华等，2013）、共享型领导（韩宏稳和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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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信，2016）、服务型领导（赵红丹和彭正龙，2013）等。这一现象折射出了当代企业对创造力的

渴求，也认可了领导者在提升创造力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尽管目前对领导与创造力的研究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但是从现有的研究当中还是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如缺乏

新兴领导风格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不清楚新兴领导方式如何作用于创造力以及其作用方式

是否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等。因此，领导与创造力研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与提升。

作为一种新型领导风格，教练型领导日渐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是当前对教练型领导的探

索基本处在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实证研究仍然十分匮乏。尽管以往的创造力研究强调了领导

在团队创造力提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蔡亚华等，2013；赵红丹和彭正龙，2013；韩宏稳和杨世

信，2016），但目前来看还没有专门的研究探索和论证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教练型

领导的专业技术与职能，为下属学习能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情境，也为下属创造性地展开工

作提供了便利。相关研究也证实了教练型领导行为会通过增强团队的心理安全感和承诺等来

促进团队学习。以上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因此，探索教练型领导对团队

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有利于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填充与拓展教练型领导的结果变量；同时，也

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教练型领导效能的认识与理解，打开领导与创造力研究的新思路。

（二）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团队创造力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提高企业绩效的实际需要。随后，Amabile（1983）提
出，团队创造力是个体、团队及情境三个层面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个体层面的

因素包括个人的性格和认知风格（Shalley等，2004），个人所具备的知识、创造技能（Sternberg，
1988）等；团队层面的因素包括团队特征、团队构成、团队领导等（Amabile，1983）；情境层面的

因素包括远景目标、团队信任（Khodyakov，2007）、团队凝聚力（Taggar，2002）等。从中可以看

出，领导是促进团队创造力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Amabile，1983）。因此，作为一种新型领导方

式的教练型领导也可能是团队创造力产生的重要前因。

教练型领导近年来得到理论界与实践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王雁飞等，2016），成为当代企业

管理和新经济背景下获得、提升下属能力的重要手段和新颖途径。与传统领导风格显著不同的

是，教练型领导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注重启发（Sarin和McDermott，2003），其管理

方式具有很强的柔性化特点，具体包括指导、支持、参与和奖惩四种形式（徐莉，2008）。而教练

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这四种形式发挥的。

具体地，教练型领导为下属（员工/团队）提供充足的指导与支持，注重在交流互动的过程

中启迪下属（员工/团队），追求下属（员工/团队）心智模式的完善和能力的提升。这些因素都对

提升团队创造力有着重要影响：（1）指导行为。教练型领导的指导并非传统的权威性命令，而是

一种柔性化的引导。例如，通过厘清目标和现实、发掘任务价值来激发团队创造力（许小东，

2012）；指导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使他们愿意进行知识、经验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对资源进行

整合，产生创造性成果（Amabile，1983）；为团队提供行动反馈，及时指正创造过程中的偏差，使

团队有效把握创造活动的方向，降低创造风险（Taggar，2002）。（2）支持行为。一方面，教练型领

导与下属一对一的互动能够及时为团队成员提供资源等各方面的支持，充分挖掘团队潜力，增

强团队处理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区别于传统高权力距离的上下级关系，教练型领导强调平

等的上下级关系（王雁飞等，2016），有助于形成团队信任氛围，使团队成员可以放心提出新奇

实用的观点，并积极施行（Hagen，2012）。（3）参与行为。教练型领导注重授权（Ellinger等，

2003），鼓励下属亲自参与创造活动，不但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灵感，还能缓解创造过程中的人

际冲突或任务冲突，保证团队创造力的有效发展。（4）奖惩行为。教练型领导并不把物质奖励作

为重点激励方式，而是更看重鼓舞性与赞许性的鼓励，擅长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肯定、认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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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激发团队创造效能与动力（Amabile，1983）。
同时，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观察来展开学习，观察对象通常是在

生活或工作中具有一定才能的榜样，比如领导者（Bandura，1973）。因此，团队会在教练型领导

追求卓越与创新的榜样效应下，积极进行创造性活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

双元学习这一概念由March（1991）最先提出，包括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两种方式。探

索式学习包括尝试、搜索、承担风险、创新等，特征是搜索与获取新知识；利用式学习包括精炼、

效能、实践等，特征是应用和开拓现有知识，该定义已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同时，March还指

出，由于资源有限、所依赖的组织惯例及增强路径不同等原因，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不能

实现兼容。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通过灵活设置组织结构、高管团队行为整

合及柔性化管理等方法（Prieto-Pastor和Martin-Perez，2015）可以实现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

高水平的交互兼容，理论界的研究方向与重点也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关系的互不兼容

向相互促进转变（Wang和Rafiq，2014）。特别是近年来，二者交互促进的维度得到了广大学者

与企业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团队中，一方面，团队搜索新知识的能力依附于原先积累的知识与

经验，故利用式学习能够促进探索式学习；另一方面，通过探索式学习获得的新知识与新想法，

能够为利用式学习的展开累积素材（朱朝晖，2008），故探索式学习也能够促进利用式学习。探

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存在积极的交互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高媛

等，2012）。
已有研究表明，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学习（Edmondson，1999）显著正向相关。那么，可以推断

双元学习作为团队学习的基本方式也会受到教练型领导的影响。根据社会学习理论，个体/群
体会从环境中寻求资源来实现学习，环境因素既有角色的榜样作用，也有团队环境的支持作用

（Bandura，1973）。就教练型领导和双元学习之间的关系而言，教练型领导可以为团队同时提供

角色榜样和良好环境，促进团队双元学习的展开。

具体地，首先，教练型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团队潜力的激发，注重提高团队认知的灵敏

性和洞察的敏锐性，这样一来在促进新知识和新技术探索（孙立樵，2009）的同时，也会使团队

深入了解任务的内容与意义，增强利用式学习的有效性；其次，教练型领导致力于信任的培育

（Hagen，2012），有助于增进团队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交流共享，这一方面能够降低团队搜

索新知识与新技术的成本，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团队知识整合和吸收的效率，扩大利用式学习的

广度与深度（Atuahene-Gima和Murray，2007）；再者，教练型领导“干中学”（孙立樵，2009）的管

理理念不但能够使团队成员在工作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去发掘和精炼现有知识（刘新梅等，

2013），而且能够增进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去应对探索新知识与新技术道路上的挑战；最后，教练

型领导在团队进行双元学习时提供实时反馈，及时发现偏差，能够减轻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

习之间的资源抢夺，防止过度投入某一学习活动，保证两者的高水平交互（刘新梅等，2013）。
团队学习是创造力形成的重要内驱力，这是因为团队创造力的形成既离不开知识的多样

化，也依赖于对知识的准确理解（许小东，2012）。而双元学习的两个维度——探索式学习带来

知识的多样化，利用式学习带来知识的深刻化，恰好能够满足团队创造力的要求（刘新梅等，

2013）。因此，我们推断双元学习能够提升团队创造力。

探索式学习获取的新知识与新技能，能够充实团队知识资源的类别（许小东，2012），为团

队创造力奠定稳固的根基；利用式学习能够扩大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增加团队创造的可能性

（Amabile，1983）。二者分别对团队创造力有积极作用，而其交互作用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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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Burgelman和Grove，2007）。这是因为，利用式学习对旧知识的整合与探索式学习对新知

识的获取使得不同知识面汇聚、交叉和扩大，能够拓宽团队创造的范围（Khodyakov，2007）；同
时，探索式与利用式学习的交互能够积累更为丰富的知识与经验，使团队能够更敏锐地辨别环

境变化，准确把握创造性活动的方向（Zahra和George，2002）；此外，通过利用式与探索式学习，

团队对原有知识的消化能力与对新知识的吸收效率均得到大幅度提升，能够加快团队创造进

程；还有，探索式和利用式学习的交互作用，有利于团队探索与整合能力的同时提高，能够增强

新构想的原创力（Burgelman和Grove，2007）。因此，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的交互作用即双

元学习能够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更强的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而社会学习理论

可以很好地对其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团队成员在教练型领导的榜样示范下，积极投入到获

得创造性知识和技能的双元学习（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中，进而推动团队创造力的形成

与发展（Bandura，1973）。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调节作用

除了探讨上述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本文还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情境变量——团队学习目

标导向，讨论其调节作用。Vandewalle（1997）将目标导向引入团队层面，认为团队学习目标导

向是团队对学习目标重要性的共同认识，对团队共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重要影响。高团队学习

目标导向的团队，把新知识、新技能的获得当作首要目的，这能够充分激发团队求知的动力，推

动团队对问题的发现和解决（Gong等，2013）。Baker和Sinkula（2009）认为，团队学习目标导向

需要具备三个关键要素：学习承诺（commitment to learning）、共享愿景（shared vision）和开放的

心态（open-mindedness）。
研究表明，当团队目标出现变动后，原来团队中的领导者对团队在学习时所发挥的作用或

被加强，或被减弱，甚至完全反转（Sarin和McDermott，2003）。因此，本文认为团队学习目标导

向是教练型领导影响双元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边界，即高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会增强教练型

领导对双元学习作用的效能，是二者之间的重要调节变量。高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往往意味着

高学习承诺、高共同愿景以及高开放性思维，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凝聚力和合作意愿加强，成员

能敏锐地感知到教练型领导对学习活动的指导与支持，其整合已有知识并探索新知识

（Baker和Sinkula，2009）的意愿会增强，从而实现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的交互作用。此外，

高学习目标导向的团队注重反馈意见，可以及时从教练型领导提供的反馈中汲取经验教训，纠

正探索和利用的不平衡，保证双元学习的有效进行（朱秀梅等，2014）。相反，低目标导向的团队

缺少清晰的集体目标，容易感到疑惑，认为一切可以扭转逆境的学习都是没用的，团队成员之

间缺少交流与分享。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教练型领导水平高低，团队发掘现有知识与探索新技

术的学习动力都将明显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对教练型领导与双元学习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相对于学

习目标导向水平低的团队，在学习目标导向水平高的团队中，教练型领导对双元学习的影响

更强。

进一步地，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为、环境与个体的认知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个体行为不但

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内部因素的调节（Bandura，1973）。据此，本文认为教练型领

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中介关系对不同学习目标导向的团队而言是不同的。当团

队学习目标导向水平高时，成员有很强的学习意识，能够充分参与团队学习活动，此时，团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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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感受到教练型领导对团队的信赖、激励以及授予的学习资源（Edmondson，1999）后，其学

习承诺及学习能力会增强，会更乐意投入团队的创造性活动。主要原因是此时的成员受内部

（双元学习有效实现鼓励回报）、外部（团队教练型领导鼓励创造）双重动力的驱动，更愿意发掘

现有知识和探索新知识（Burgelman和Grove，2007），在这种情况下，教练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

会带来更强的团队创造力。与之相反，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意味着低学习承诺、低开放性思维

和低共享愿景，团队不再把学习当作首要目标和评判团队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Alexander和
Van Knippenber，2014）。在此情况下，团队成员的学习意愿被淡化，即使团队领导有效地履行

了教练职能，团队成员利用现有知识和探索新技术的积极性也难以得到提升，主动参与创造的

行为也会受到很大限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H4：团队学习目标导向显著调节教练型

领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中介作

用，相对于团队目标导向水平低的团队，在团

队目标导向水平高的团队中，教练型领导通

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中介效应更强。

综上，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程序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上海一家国有建筑企业内部的项目团队，选择这一调研对象的原因

在于建筑企业的项目团队面临一系列高创造性和复杂性的专业技术工作，亟需团队领导的指

导与启发，以及团队领导与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即具备领导者实施教练实践活动的可能组织

情景。更重要的是建筑企业业务的开展基于大量基础的产品加工制造知识，以及供应商和客户

等利益相关者的交互学习，这些知识的掌握既需要整合现有知识的利用式学习，又需要不断探

索新思路与新方法的探索式学习，能够同时满足同化和转化能力的高技术要求，因此在建筑企

业存在明显的双元学习活动。具体调研对象是该企业项目团队的领导及其下属。

在获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支持之后，我们发放了调研问卷。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common method bias），我们采用了团队领导—团队成员配对的方法来收集调研数据。具体来

说：第一，按照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的项目团队及其成员名单，我们随机筛选了参加调研活

动的102名团队领导及其对应的318名成员，同时根据团队所属关系对团队领导问卷和团队成

员问卷分别进行了编码；第二，问卷填答之前，我们向被调研者阐明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与程序，

并明确表达了调研活动的匿名性，而且保证所收集的相关数据仅用于科学研究，不会对参与者

和企业集团形成任何有害影响；第三，发放团队成员问卷，由团队成员评价其所在团队的教练

型领导和双元学习，完成之后直接交给现场的调研人员并密封；第四，发放团队领导问卷，由团

队领导评价团队创造力和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填写完毕后直接交给现场的调研人员并密封；第

五，研究人员检查、筛选、录入和分析配对的问卷。

调研活动从2016年12月28日开始，到2017年1月29日结束，持续了两个月。在该公司人力资

源管理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发放了102份团队领导问卷及对应的318份团队成员问卷，分别收回

有效问卷81份和216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79%和68%，并最终得到有效的团队领导—团队成

员配对数据73份。在配对后的有效样本中，领导的人口统计特征为：以男性居多（占62.6%），年

龄以33—46岁居多（占44.7%）；团队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为：男性占60.3%，年龄在33—46岁的

占41.3%，学历以大学本科居多（占77.3%），平均工作年限为3.23年。

团队学习
目标导向

教练型领导 双元学习 团队创造力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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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择团队领导—团队成员配对方式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设计了两种问卷，即团

队领导问卷和团队成员问卷。团队成员填写的问卷用来评价教练型领导和双元学习；团队领导

填写的问卷用来评价团队创造力和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两种问卷都采用5点Likert式量表测量，

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
（1）教练型领导。教练型领导的测量采用的是Ellinger等（2003）所开发的8条目量表。此量

表在教练型领导的实证测量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Kim，2014；王雁飞等，2016），显示了很高的

信效度，具体条目如“您的领导会给您设立目标，并及时与您进行沟通以说明目标的重要性”，
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879。

（2）双元学习。根据刘新梅等（2013）的研究，探索式学习（测量条目如“我密切注意新技术

的外部来源”）和利用式学习（测量条目如“我常常思考怎样更好地利用技术”）均由4个题项进

行测量，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65和0.778。借鉴刘新梅等（2013）的操作方式，用探

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乘积项来表示双元学习，并在相乘之前进行中心化处理以消除多重

共线性的潜在影响。

（3）团队创造力。采用Chen和Change（2005）的4题项量表，具体条目如“这是一个富有创意

的团队”，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763。
（4）团队学习目标导向。采用Gong等（2013）的5题项量表，具体条目如“团队成员经常寻找

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的机会”，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为0.845。
（5）控制变量。由于影响团队创造力的因素可能涵盖人口统计学变量（Bernerth和Aguinis，

2016），以往研究也表明团队领导的性别、学历和工作年限会对团队创造力水平的高低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蔡亚华等，2013；韩宏稳和杨世信，2016）。为了排除这些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我们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团队领导的性别、学历和工作年限等变量。其中，对性别进行虚拟

变量处理，男性为0，女性为1；学历分为4个等级：0代表“高中及以下”，1代表“大学专科”，2代表

“大学本科”，3代表“研究生”；工作年限分为5个等级：0代表“1年以下”，1代表“1—3年”，2代表

“3—5年”，3代表“5—10年”，4代表“10年以上”。

四、  数据分析结果

（一）变量区分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较低而影响后续研究结果的问题，本研究采用AMOS
19.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第一，团队成员问卷包含2个变量：教练型领导和双元学习。由于本研究不在维度层次上对

教练型领导展开细致的探讨，其8个测量问项被分成3个显示条目（indicators）。双元学习则根据

其2个维度的得分，将8个测量问项划分成2个显示条目。结果显示，3因子模型比其他嵌套模型

的拟合效果都要好（3因子模型：χ2/df=2.345，RMSEA=0.077，CFI=0.973，TLI=0.959，NFI=0.953；
2因子模型：χ2/df=7.785，RMSEA=0.172，CFI=0.867，TLI=0.792，NFI=0.852；1因子模型：

χ2/df=11.293，RMSEA=0.212，CFI=0.816，TLI=0.068 4，NFI=0.804）。这说明，团队成员问卷中的

变量之间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第二，团队领导问卷包含2个变量：团队创造力和团队学习目标

导向。同样，本研究将只有一个因子的变量——团队创造力的4个测量题项和团队学习目标导

向的5个测量题项根据得分分别随机分成3个显示条目。结果显示，2因子模型的数据拟合效果

（χ2/df=1.778，RMSEA=0.058，CFI=0.993，TLI=0.983，NFI=0.985）明显优于1因子模型

（χ2/df=19.082，RMSEA=0.281，CFI=0.817，TLI=0.609，NFI=0.811）。这说明，团队领导问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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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之间具备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聚合分析

本研究中，由于教练型领导、双元学习等变量由多个团队成员评价，所以在变量操作上，需

要将团队成员数据聚合到一起，使之成为团队层次的变量。具体地，本研究在聚合过程中选择

组内一致度Rwg（j）、组内相关ICC（1）与组内相关ICC（2）三个常用的指标检验数据聚合分析的

合适性。数据满足“可聚合”的基本要求是：Rwg（j）大于0.7，ICC（1）大于0.12，ICC（2）大于0.50。
结果显示，教练型领导[Rwg（j）=0.78，ICC（1）=0.26，ICC（2）=0.53]、探索式学习[Rwg（j）=0.75，
ICC（1）=0.25，ICC（2）=0.52]、利用式学习[Rwg（j）=0.71，ICC（1）=0.24，ICC（2）=0.51]的指标均

符合要求，F值也通过了显著度检验，数据聚合性良好，符合数据聚合要求。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表1给出了各变量的相关系数，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初步做出如下分析：（1）教练型领导与双

元学习（r=0.560，p<0.01）、团队学习目标导向（r=0.541，p<0.01）、团队创造力（r=0.557，p<0.01）
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双元学习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r=0.630，p<0.01）、团队创造力

（r=0.620，p<0.01）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与团队创造力（r=0.440，
p<0.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四）假设检验

1. 直接作用

表2给出了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影响机制的层级回归结果。由表2可知，在控制了团队

成员的性别、学历和工作经验后，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模型2，β=0.524，p<0.01）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2. 中介作用

本研究根据Baron和Kenny（1986）建议的方法，检验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

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由表2层级回归的分析结果可知，教练型领导与双元学习显著正相关（模

型4，β=0.548，p<0.01）；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模型2，β=0.524，p<0.01）显著正相关；双元学

习与团队创造力（模型3，β=0.478，p<0.01）显著正相关。同时，在加入中介变量双元学习后，教

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模型3，β=0.262，p<0.05）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变小，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SOBEL检验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一结论，教练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

的间接效应为0.262（SE=0.078，Z=3.365，p=0.001），说明双元学习中介了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

造力的关系。综合以上，假设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3. 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SPSS19.0层次回归分析和条件性间接效应检验来检验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调节

作用，由于需要验证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作用，为减小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1. 领导性别 1.607 0.296 1
2. 领导学历 2.813 0.521 0.243* 1
3. 领导工作年限 1.843 0.804 –0.275* –0.474** 1
4. 教练型领导 2.186 0.380 0.180 0.130 –0.253* 1
5. 双元学习 5.464 1.951 –0.018 –0.027 –0.255* 0.560** 1
6. 团队学习目标导向 2.151 0.399 –0.027 –0.020 –0.187 0.541** 0.630** 1
7. 团队创造力 2.534 0.355 0.231* 0.003 –0.203+ 0.557** 0.620** 0.440**

　　注：**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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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进行了中心化

处理。分析结果见表2。对于教练型领导与双

元学习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团队学习目

标导向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模型6，
β=0.259，p<0.01）。为了更清晰地判断调节效

果，本研究绘制了调节效应图（参见图2）。具
体是根据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均值加减一个

标准差将团队样本分为高与低两组：在高水

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下，教练型领导与双元

学习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852，
p<0.01）；但在低水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下，教
练型领导与双元学习之间无显著关系（β=0.210，n.s.）。这说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强化了教练型

领导对双元学习的积极影响。因此，假设3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进一步地，本文采用Edwards和Lambert（2007）提出的总效应调节模型来检验假设4。首先，

以团队创造力为结果变量构建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方程1：AL=a05+aX5CL+aZ5LGO+aXZ5CLLGO+eM5

方程2：TC==b020+bX20CL+bM20AL+bZ20LGO+bXZ20CLLGO+bMZ20ALLGO+eY20
其中：CL表示教练型领导；AL表示双元学习；LGO表示团队学习目标导向；TC表示团队创造

力；CLLGO表示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的乘积项；ALLGO表示双元学习与团队学习

目标导向的乘积项。

其次，应用SPSS之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计算方程1和2的回归系数作为参数估计

值，见表3。
然后，将这些参数估计值分别代入回归方程并运用拔靴法（bootstrap）采取有放回的抽样

方式从原始样本中抽取1 000组随机样本用于后续计算。

表 2    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影响机制的层级回归结果

变　量
TC为因变量 AL为因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领导性别 0.208 0.145 0.211* –0.140 –0.083 –0.051
　领导学历 –0.150 –0.148 –0.063 –0.177 –0.124 –0.173+

　领导工作年限 –0.217 –0.101 0.013 –0.239* –0.178+ –0.218*

自变量
　CL 0.524** 0.262* 0.548** 0.320 ** 0.274**

中介变量
　AL 0.478**

调节变量
　LGO 0.419** 0.472**

　CL×LGO 0.259**

R2 0.092 0.345 0.488 0.375 0.493 0.555
ΔR2 0.052+ 0.254** 0.143** 0.375** 0.118** 0.062**

F 2.320+ 8.971** 12.792** 10.221** 13.043** 13.716 **

　　注：CL表示教练型领导；AL表示双元学习；LGO表示团队学习目标导向；TC表示团队创造力；**代表
p<0.01，*代表p<0.05，+代表p<0.10。

高团队学习目标导向

低教练型领导 高教练型领导

双
元
学
习

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

 
图 2    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对教练型领导和双元学习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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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上述参数估计值及1 000组拔靴样本导入Edwards和Lambert（2007）所提供的

EXCEL文件，计算出不同情况下（即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影

响系数、差异及显著性（参见表4）。由表4可知，相较于低水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0.063，n.s.），
在高水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之下，在第一阶段教练型领导对双元学习的正向影响较强（0.485，
p<0.01）且二者差异显著（0.422，p<0.05）；同时，在高水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之下，教练型领导

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间接效应也更强（0.265，p<0.01）且差异显著（0.240，p<0.05）。
以上说明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确实调节着教练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间接效

应，假设4得到数据支持。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组织情境下教练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并从社会学习理

论视角揭示双元学习和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本研究基于73份
上下级有效配对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到如下结论：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显著正

相关；双元学习部分中介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此外，团队学习目标导向不仅显著

调节着教练型领导对双元学习的影响，还显著调节着教练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

力的中介作用，即团队的学习目标导向水平越高，教练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影响团队创造力的

中介效应越强。

（一）理论意义

本文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从团队层面出发，实证探究了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

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并将团队学习目标导向纳入其中，探讨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对上述关系的调

节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虽然教练型领导对团队效能的积极影响已得到研究者认可，但相关研究聚焦于几个

有限的结果变量，如团队绩效（Buljac-Samardzic和van Woerkom，2015）、团队安全感和团队承

诺（Edmondson，1999）等，涉及过程机制的研究更是不多，本文的理论贡献也正在于此。我们基

于社会学习理论探讨了教练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作用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研究结果与

Hagen（2012）、王雁飞等（2016）的结论保持一致，揭示了教练型领导是团队效能的一个重要前

因变量，至少在本研究中证实了中国组织中的教练型领导会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显著提升作用。

这一影响机理的首次发现，拓展了教练型领导的跨文化适用范围探索，丰富了领导力影响团队

创造力相关文献，也加深了我们对教练型领导促进团队创造力这一主题的认识与理解。

表 3    参数估计值

a05 aX5 aZ5 aXZ5 R2 b020 bX20 bM20 bZ20 bXZ20 bMZ20 R2

–0.113 0.274** 0.472** 0.211** 0.555 0.009 0.267* 0.472** –0.019 –0.103 0.074 0.493
　　注：a05、aX5、aZ5、aXZ5是方程1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b020、bX20、bM20、bZ20、bXZ20、bMZ20是方程2的非标准化回归
系数；**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0。

表 4    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阶　段 效　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低水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mean–1sd） 0.063 0.398 0.370 0.025 0.395*

高水平团队学习目标导向（mean+1sd） 0.485** 0.546** 0.164 0.265** 0.429**

差异 0.422* 0.148 –0.206 0.240* 0.034
　　注：差异的系数由高组系数减去低组系数得到，显著性由拔靴法计算得到；**代表p<0.01，*代表
p<0.05，+代表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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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现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影响团队创造力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在双元学习

的前因变量方面，虽有研究已认识到一些变量对双元学习的影响，如领导行为（陈建勋，2011）、
智力资本结构（Kang和Snell，2009）等，但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特别是对近些年才新兴起的教

练型领导风格对双元学习影响的研究极为少见。于是，本文把双元学习作为教练型领导与团队

创造力关系的中介变量，拓展了双元学习前因变量研究。另外，在双元学习的结果变量方面，双

元学习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这与韵江等（2015）的结论并不一致。原因可能有：一是教练型管

理者的启发性领导方式。本研究把教练型领导作为双元学习的前因变量，领导者运用专业的教

练技巧与职能，可以有效抑制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间的资源抢夺，使团队能够同时追求两

种学习方式的高水平交互，由此提高创造力。具体来讲，通过学习资源的合理分配减小资源刚

性对探索式学习的束缚，通过柔性启发式的协调减小运作刚性对利用式学习的约束，进而保障

双元学习对团队创造力的积极作用。二是选择的样本问题。本研究所调研的企业仅局限于上海

地区，存在地域限制，调查问卷数量略少，因此结果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别。此外，本文将

重点放在两种学习方式的交互作用即双元学习而不是两种学习方式的分开上，并运用实证研

究方法探索了双元学习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从而提高了双元学习的普适性，丰富了团队

创造力理论。

最后，聚焦于学习目标导向。我们深入探索了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如何影响教练型领导和团

队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学习目标导向是工作场合一项重要的认知存在，不但可以解释个体的学

习意愿与行为，而且可以预测整个团队的学习倾向与效能，对于探讨团队学习及团队创造力提

升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Gong等，2013；Alexander和Van Knippenberg，2014）。然而这一研究主

题并未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有关的理论成果也不够充足，以往文献多聚焦于个体学习导向

中介与后果的探究（Hirst等，2009）。与这些研究文献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从团队层面出发，分

析了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之间的调节效应，拓展了学习目标导向的

研究层面，有助于深入了解团队学习目标导向和推动团队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发现，团队学

习目标导向对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对于高学

习目标导向的团队而言，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对于低

学习目标导向的团队而言，双元学习在教练型领导与团队创造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

是因为与低学习目标导向相比，高学习目标导向意味着高学习承诺、高开放性思维和高共享愿

景，它能够增强团队成员感知到的教练型领导明晰团队目标、加强团队沟通和协作的效能，进

而推动团队中的双元学习及创造力的发展。这一研究结论的得出有助于更加准确、全面地揭示

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过程。

（二）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体现在：首先，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在

团队中努力打造教练型领导，培养并提高领导的教练技能和管理素养。除此之外，领导者本身

也要接纳和学习相应的教练式技巧和管理方式，如开放式沟通、团队方法、接受不确定性、重视

下属和促进员工发展等，鼓励和指引下属，营造和谐的环境氛围，促进团队创造力提升。其次，

教练型领导能够积极作用于双元学习。教练型领导应该通过模范带头作用，运用面试、倾听、提

问、赞扬和挑战等专业教练技巧营造学习氛围，激发下属学习的主动性，协调好探索式学习与

利用式学习之间的关系，维持二者高水平的交互。再者，团队创造力是团队学习的结果。为了提

升团队创造力，团队成员需要统筹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在充分运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

上，不断试验与创新。最后，高学习目标导向是团队快速适应环境，不断提高学习能力与团队创

造力的不竭动力。因此，建立学习目标导向显得十分必要，例如，团队可以通过设置具体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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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立鼓励学习的规范准则等具体措施来推动学习目标导向的发展。

（三）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探讨了教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拓展了团队创造力的理论基础，同时也

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提供了一些启迪。但本研究尚存不足，需要以后的研究加以完

善和补充。

第一，横截面设计使得变量的因果检验有一定局限性。受到时间、成本的制约，本文采取横

截面设计。与纵向研究相比，横截面设计对于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与影响机理略有缺陷。因

此，以后可以使用纵向探索方式，即在收集好前因和中介变量（如教练型领导和双元学习等）的

数据后再间隔一段时间去检验结果变量（如团队创造力等），这样有更强的说服力。

第二，模型仍需深化。在对教练型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时，本文构建与检验了教练

型领导通过双元学习的中介作用对团队创造力产生影响的模型，相关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教

练型领导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理。然而，团队中介变量除了双元学习外还有许多其他变量

（如知识共享、团队成员交换关系、沟通等），它们或许也会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需要以后的

研究加以检验。

第三，我们的研究样本仅是上海地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研究结论能否在其他类型的企业

和地区得到拓展，尚需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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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ial Coaching, Ambidextrous Learning, and
Team Creativ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Zhao Hongdan,  Liu Wei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Summary: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creasingly place greater
demands on supervisors in the organization. Responding positively to these changes, one primary task
for supervisors is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subordinates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Such leadership is
called  managerial  coaching,  which  refers  to  a  series  of  practical  process  which  can  enhance
subordinates’  learning,  work ability and performance.  Different  from “top-to-bottom” leadership,
managerial coaching cares equal interactions and inspirations. Recent studies have also verifi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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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ial coaching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o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actions.
Despite of having attracted attention in academia,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1）
The  research  regarding  managerial  coaching  mostly  focus  on  the  western  culture.  Due  to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se findings whether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ese
organizations remain verifying.（2）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managerial coaching area lags far behin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As  such,  only  limited  outcome  variables  are  examined,  such  as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More importantly, most studies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rarely involving the team level. Furthermore, relative to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coaching, specific mediating mechanisms by which managerial coaching works are less
examined.（3）In terms of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managerial coaching literature is even scare in the
west. As pointed out by Kim（2014）, one of the promising directions in further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that link managerial coaching to its outcome variables.
　　To fill the above gaps, the purposes of our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coaching on team effectiveness. Considering that team creativ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
organizatio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e focus on team creativity in the specific choice of team
effectiveness outcomes. Second, based on the social learning theory, we predict that ambidextrous
learning will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coaching and team creativity.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we identify team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as a
potential contingency factor in the managerial coaching-team creativity relationship. By doing so, we
accurately interpret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managerial coaching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project team inside a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company in Shanghai, we collect data
by  means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rough  73  paired  samples  of  the  supervisor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anagerial coaching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eam creativity.
However, managerial coaching makes its active effect on team creativity by means of ambidextrous
learning.  In  addition,  team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not  only  moderates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coaching on ambidextrous learning,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whole mediation effect.
　　The  above  conclusions  have  some  significanc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pecificly,  in
theory:（1）besides enrich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managerial coaching in the cross-cultural context, we
also expand its outcome variables;（2）from the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we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mbidextrous learn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coaching and team creativity,
further uncovering how managerial coaching black-box influences team creativity;（3）we add team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to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managerial coaching, resulting in more specific
conclusions.  In  practice:（1）to  motivate  the  maximum  effectiveness  of  managerial  coaching,
organizations should develop managers’ coaching skills;（2）to enhance team creativity, organizations
should not only cultivate managerial coaching, but also integrate exploratory learning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stimulating  the  influence  of  ambidextrous  learning;（3）managers  need  to  set  differ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eams of different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s.

Key  words: managerial  coaching; ambidextrous  learning; team  creativity;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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